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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鲍莫尔陷阱是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现象。本文以中国不同城市产业鲍莫尔陷阱为切入点，选

取2003~2022年中国15个代表性城市面板数据，通过对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不同城市的鲍莫尔

陷阱严重程度进行估测，再对二三产业GDP、二三产业劳动力数、科技支出、教育支出、高校数以及高

校学生数与城市鲍莫尔陷阱解决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选取的15个代表性城市均

有鲍莫尔陷阱并呈现出东部程度较轻，中西部较重的状况；不同地区的鲍莫尔陷阱的解决程度也各异，

呈现出长三角、京津冀和中部等少数地区解决程度较好，西南、珠三角和东北地区解决情况较差的状况。

其中，各产业GDP值和各产业劳动力数量对不同城市鲍莫尔陷阱的解决程度的影响最为显著，且指标值

与影响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其他指标对于整体城市并不显著，只对特定城市有一定影响，鲍莫尔病的解

决方式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最后，论文给出了我国城市应对鲍莫尔陷阱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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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umol trap is a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Baumol trap of industries in different cities in China as the starting point,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15 representati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9, estimates the severity of the Baumol trap in 
different cities through the labor productivity of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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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es the GDP of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e number of labor in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 education expenditure An empir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degree of solving the Baumol trap in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l the 15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cities have Baumol traps, which are lighter in the east and 
heavier in the middle and west; The Baumol trap in different regions also has different degrees of 
solution, showing tha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central regions have bet-
ter solutions, while the Southwest, Pearl River Delta and Northeast regions have worse solutions. 
Among them, the GDP value of each industry and the number of labor force in each industry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olution of the Baumol trap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the indicator 
valu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impact. Other indicators are not significant for the 
whole city, only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specific cities, and the solution of Baumol disease has sig-
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Finally, this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for cities in China to deal 
with the Baumol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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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4 年，研究人员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再次提出：“对‘成本病’的认识，

决定了应对‘成本病’的行动及其策略。不合理的‘诊治’，往往会带来看不见的危险。”究竟什么是

“鲍莫尔病”——“鲍莫尔陷阱”。在 VUCA 和数字经济发展新形势下，中国有多少城市存在“鲍莫尔

陷阱”？有多少城市正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克服“鲍莫尔陷阱”？“鲍莫尔陷阱”有什么影响？内在作

用机制是什么？系列问题有待于我们深入探究。文献回顾来看，鲍莫尔陷阱理论由经济学家 William 
Baumol 于 1967 年首次提出，主要用于解释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滞后现象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该

理论的核心机制在于“成本病”(Cost Disease)效应：由于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型和个性化特征，其生产率

提升速度显著慢于制造业，导致服务业相对成本持续上升。具体而言，当经济中存在“进步部门”(如制

造业)和“停滞部门”(如传统服务业)时，进步部门的生产率提升会带动整体工资水平上涨，而停滞部门

为维持劳动力供给，不得不支付与进步部门相当的工资，但其生产率却未能同步提升，从而导致单位成

本上升。即服务业作为停滞部门吸纳了所有劳动力，使得进步部门劳动力趋近于零，导致整个宏观经济

停滞[1]。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城市动能结构不断切换，城市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为各地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服务业比重的快速

上升，不同城市服务业规模存在显著异质性，这种差异对于克服“鲍莫尔陷阱”效果是否显著尚未有学

者对此有所定论。那么，由于当下服务业快速发展，各个城市是否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鲍莫尔陷阱”？

之前《光明日报》理论·经济学版曾在 2017 年 12 月 19 日刊发《人工智能能够根治鲍莫尔病吗》一文中

提到，在科技创新的冲击下，服务业行业内部也出现大规模分化现象，劳动生产率呈现逐步增长趋势，

宏观经济不再趋于停滞[2]。二十大报告中重点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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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因此，本文将从不同区域分别选出存在“鲍莫尔陷阱”现状

的代表城市作为样本，根据不同城市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并综合评估不同城市应对鲍莫尔陷阱的效果，而

后进一步探究其背后原因，得出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并给出研究展望。 

2. 产业演变 

俞立平(2017) [3]等人的文章《鲍莫尔病、专利类型与创新成本：一个模型》中指出，Baumol 将产业

部门分为“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进步部门主要是第二产业，“停滞部门”主要是第一产业和第三

产业。同时根据《国名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中国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

林、牧、渔服务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所以，本文在数据选择方面，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代替制

造业与服务业，并以结合中国城市鲍莫尔的程度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大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的

贡献度变化趋势(图 1)将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注：1~45 依次表示 1978~2023 年。 

Figure 1.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three major industries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rom 
1978 to 2023 (%) 
图 1. 1978~2023 年三大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贡献(%) 

 
1) 第一阶段：第二产业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1978~1994)。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重振低迷的经济

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施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推动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得以解放，第一产业走出了 10 年的低迷期并且占 GDP 的比重一度高达 40%，

农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第二产业维持稳定增长，依旧占据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沿海地区经济带

的开放带来了大量资本流入，刺激了人们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第三产业借助此春风，在仅经历了短暂的

下跌过程后重新恢复了持续增长的态势。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了初步优化。 
2) 第二阶段：第二产业增速减慢，第三产业加速增长(1995~2012)。第一阶段产业结构的初步优化为

下一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人们消费水平与消费质量的显著提高[5]，人们对于高

质量服务需求的呼声也日渐高涨，第三产业借助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GDP 占比完全

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二大支柱；同时，人们处于对汽车、能源、高新技术等产业需求旺盛

的阶段，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依旧不可动摇。在此阶段，第一产业逐渐没落，第二与第三

产业发展迅猛，中国三大产业结构再一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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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阶段：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2012~至今)。2012 年至

今，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发展阶段。受到国内经济发展瓶颈，国外国际局势动乱以及全球新冠疫情影

响等问题的综合影响，第二阶段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合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中国三大产业结

构再一次调整。在此阶段，高新科技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的来源，在互联网的带动下，第三产业的发展

迅速增长，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上升，成功占领第二产业长期对于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至此，中国三大

产业形成了“三二一”的发展结构。 
综合以上三个阶段的产业结构转变来看，虽然中国已进入服务经济社会，但中国的产业结构仍然存

在区域发展差异大、三大产业内部结构、劳动力素质不高和劳动力分配不合理等问题。第三产业的弊端

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显露——劳动力大幅流入换来的却是生产率的降低，造成制造业劳动力短缺，生产

趋于停滞，最终导致整体经济增速的减缓。这种现状普遍存在于各大城市和地区，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

不同程度的影响。 

3. 实证研究设计及分析 

(一) 数据结构 
1) 数据选择。在时间维度上，由于自 2003 年中国实施金融改革政策，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故本文

以 2003 年为界，选取 2003~2022 年这一最新的时间序列。同时通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历年比

值变化判断城市的鲍莫尔陷阱的解决程度，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的劳动力数、科技和教育支出情

况、高校数与高校学生数这 6 个方面分析产生不同城市治疗鲍莫尔陷阱“疗效”差异的原因，进而对整

体“疗效”进行评价。 
2) 区域选择。在区域层次方面，根据区域划分挑选出 15 座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东南地区：深圳、厦

门、宁波，环渤海地区：天津、青岛，东北地区：大连、长春，西南地区：云南、重庆、成都，中部地区：

武汉、长沙，西北地区：西安、乌鲁木齐。初次检验时，本文采用大类分法，将区域分为东、中、西部，

得出普遍结论后再按如上分法进行显著性检验。 
3) 指标与数据获得。在指标选择与数据获得方面，由于学术界尚未准确给出能够准确评判城市存在

鲍莫尔陷阱的指标，本文采用不同部门的核心假设——不同产业间全要素生产率进步速度的差异作为鲍

莫尔陷阱判断指标。为了统一统计口径，15 个城市的经济指标数据值均来自于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由于部分数据的缺失，整体检验基于 2003~2022 年数据的基础上进行。  
(二) 模型假设 
1) 空间聚集程度：莫兰指数模型。本文采用二、三产业生产率比值来衡量各城市鲍莫尔陷阱，同时

选取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测度各城市鲍莫尔陷阱在中国这一整个空间内的关联性，即判断不同地区

鲍莫尔陷阱在整个空间内的聚集度[6]。计算公式如下： 

 
( )(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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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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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ij i j
i j

n n

ij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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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w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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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S 为城市鲍莫尔陷阱的方差， X 为鲍莫尔陷阱的均值， ijw 为邻近空间权重矩阵。莫兰指数介于

−1 和 1 之间，正数表示区域正相关，负数表示区域负相关。 
2) 各城市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模型构建。考虑到各城市的鲍莫尔陷阱存在差异，且解决程度也各不

相同。为探究背后原因，本文找出了可能影响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Y1)的六个定量变量，分别是第二产业

GDP(x1)、第二产业劳动力数(x2)、科技支出(x3)、教育支出(x4)、高校数(x5)、高校学生数(x6)。此外，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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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两个定性变量，分别为是否实施金融改革(D1)和地域差异(D2)。其中，变量均以年为单位。 
使用 Eviews 软件得出影响各城市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最优的模型为： 

 ( ) ( ) ( ) ( ) ( ) ( )1 0 1 1 2 2 3 3 4 4 5 5 6 6ln lnt t t t t t t tY X X X X X Xβ β β β β β β µ= + + + + + + +  (2) 

3) 各城市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模型构建。参考影响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各因素，我们通过使用

Eviews 软件，发现高校学生数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Y2)影响并不显著，故剔除这一影响因素。最后得出

影响各城市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最优的模型为： 

 ( ) ( ) ( ) ( ) ( )2 0 1 1 2 2 3 3 4 4 5 5t t t t t t tY X X X X Xβ β β β β β µ= + + + + + +  (3) 

(三) 结果输出与分析 
1) 城市空间关联度分析。借助 Stata 16 软件将各城市二、三产业生产率比值代入模型(I)，计算得到

2003 年~2022 年整个空间的全局莫兰指数(Moran I)，并得到表 1 的输出结果。由表 1 可知，2003~2005 年

各城市程度 Moran I 均为负，2005 年之后均为正，且 2005~2014 年整体呈现递增趋势，2014 年后逐渐趋

于平稳；除 2006~2008 年以及 2010 年 P 值依次为 0.336、0.261、0.214 与 0.116，显著性不强外，其余年

份 P 值均小于 0.1。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说明各区域城市的鲍莫尔陷阱分布并不完全是随机的，而是具有

明显的空间聚集现象且聚集度逐渐增强，2005 年之后更为显著，患“鲍莫尔陷阱”的城市相临近，不患

病的城市也趋于聚集。由此可见，城市的鲍莫尔陷阱存在空间依存关系，显示出产业发展逐年增强的辐

射带动作用。 
 
Table 1.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global Moran index from 2003 to 2022 
表 1. 2003 年~2022 年全局莫兰指数的检验结果 

Years I E(I) sd(I) z p-value* 

2003 −0.477 −0.071 0.237 −1.711 0.044** 
2004 −0.413 −0.071 0.236 −1.444 0.074* 
2005 −0.500 −0.071 0.24 −1.785 0.037** 
2006 0.009 −0.071 0.236 0.342 0.366 
2007 0.078 −0.071 0.234 0.641 0.261 
2008 0.118 −0.071 0.238 0.793 0.214 
2009 0.445 −0.071 0.238 2.164 0.015** 
2010 0.221 −0.071 0.244 1.196 0.116 
2011 0.262 −0.071 0.243 1.373 0.085* 
2012 0.326 −0.071 0.242 1.643 0.050** 
2013 0.442 −0.071 0.243 2.113 0.017** 
2014 0.480 −0.071 0.24 2.295 0.011** 
2015 0.430 −0.071 0.242 2.074 0.019** 
2016 0.408 −0.071 0.236 2.027 0.021** 
2017 0.403 −0.071 0.225 2.106 0.018** 
2018 0.428 −0.071 0.229 2.182 0.015** 
2019 0.432 −0.071 0.233 2.155 0.016** 
2020 0.430 −0.071 0.234 2.145 0.016** 
2021 0.432 −0.071 0.232 2.156 0.017** 
2022 0.430 −0.071 0.234 2.147 0.016** 

注：*，**，***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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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分析，首先剔除全局莫兰指数不显著的年份，再根据时间跨度均匀选取 2003、2005、2009、
2012、2015、2018 年为时间节点，并使用 Stata 16 软件测算各年份局部 Moran I 指数并绘制散点图(图 2)
以直观反映局部空间相关性变化趋势，探究城市鲍莫尔陷阱区域空间相关特征。由图 2 的结果显示：宁

波、深圳、厦门、天津这四个东部城市大体呈现由第三象限移至第四象限的趋势，说明其自身鲍莫尔陷

阱“治愈”较好且带动周边地区；大连、长春等东北地区主要集中在一、四象限，说明其自身一直存在鲍

莫尔陷阱而且“治愈”能力较差，对周边地区基本不存在辐射带动作用；长沙、武汉这两个中部城市主

要在由第一象限向第二象限转移，说明其鲍莫尔陷阱状况在缓解，然而没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西宁、

昆明、西安这三个西部城市主要在一、四象限转换，说明其自身还未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应对鲍莫尔陷阱

且对周边地区存在负向影响；重庆、成都、乌鲁木齐基本在一、二象限变化，说明部分年份鲍莫尔陷阱

仍会“复发”且其应对鲍莫尔陷阱的方式还没有获得显著成效。 
 

 
注：① a1、a3、a7、a10、a13、a16 分别代表 2003、2005、2009、2012、2015、2018 年；② 1~15 分别代表各城市：

宁波、深圳、厦门、青岛、天津、大连、长春、西宁、长沙、昆明、西安、重庆、成都、武汉、乌鲁木齐。 

Figure 2. Local Moran scatter plot 
图 2. 局部莫兰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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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鲍莫尔陷阱演变趋势分析。使用 2003~2022 年各城市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变化来代表各

城市患鲍莫尔陷阱的演变，根据鲍莫尔(1967)给出的关于鲍莫尔陷阱的定义，我们将比值以 0.5、0.8 和

1.2 为分界点进行划分，并结合所得数据情况将患病程度从高到低分为四级，分别是严重、较严重、轻微

和正常，每一等级使用不同颜色标出，结果如图 3 所示。从横纵两个方向来看，不同城市的二、三产业

劳动生产率在不同年份存在较大差异，同一年份不同城市患鲍莫尔陷阱也呈现出多样的演变特征。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2003~2008 年各城市的鲍莫尔陷阱大多处于正常和轻微状态，除厦门和乌鲁木

齐出现过严重的鲍莫尔陷阱，其余城市均处于正常或有较轻鲍莫尔陷阱的状态；2009 年作为转折年份，

在该年，受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所有城市的鲍莫尔陷阱均呈现出严重状态；2009 年后，大多数城市的

鲍莫尔陷阱又恢复正常或处于轻微状态，但宁波、深圳、厦门和青岛这四个东部沿海城市呈现出严重或

较严重的鲍莫尔陷阱，其中以厦门最为显著，十九年中仅有三年鲍莫尔陷阱不为严重状态。 
从城市维度上来看，以宁波、深圳、厦门和青岛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城市的鲍莫尔陷阱普遍较严重，

但是从数据来看，这几个城市的严重程度在逐步好转；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的鲍莫尔陷阱大多处

于轻微和正常状态，但从数据来看，这些地区的城市的鲍莫尔陷阱普遍处于加重状态。 
 

 
Figure 3. Evolution of the Baumol trap 
图 3. 鲍莫尔陷阱演变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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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显著性检验结果。根据先前得到的数据，容易算得各城市二三产业每年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下文均称为平均生产率)。第二产业输出结果如表 2 所示，各城市第二产业平均生产率值以 1.60 为界分

为两类，大于 1.60 的城市为集合 A，其余记为集合 B；同理，各城市第三产业平均生产率值以 2.50 为界

分为两类，大于 2.50 的城市为集合 C，其余记为集合 D。并以此为依据将所有城市分为四个梯队：第一

梯队：二三产业平均生产率均较高，为集合 A 与集合 C 的交集城市，其中包括青岛、天津、大连、宁波、

长沙、武汉和重庆；第二梯队：第二产业平均生产率较高，但第三产业平均生产率相对较低，为集合 A
与集合 D 的交集城市，其中包括西安和乌鲁木齐；第三梯队：第三产业平均生产率较高，但第二产业平

均生产率相对较低，为集合 B 与集合 C 的交集，其中包括深圳和昆明；第四梯队：二三产业平均生产率

都较低，为集合 B 与集合 D 的交集，其中包括厦门、成都和长春。 
与此同时，使用 Eviews 软件将各城市数据带入模型(Ⅲ)后得到表 3 输出结果。对第三产业输出结果

进行综合分析可知，GDP、劳动力数量和科技支出对各城市第三产业年平均劳动生产率影响最为显著，

教育支出和高校数对其影响较小。在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一、三梯队的城市中，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现象[7]，其中以东部城市居多。影响东部地区生产率的主要因素为地区生产总值和劳动力数，而对于中

部地区的各城市，除前两个因素外，科技水平对其的影响也较为显著。此外，西部地区受 GDP 影响最为

显著。由此可知，各因素对不同城市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为如何有效克服“鲍莫尔陷阱”提供了可

靠依据。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第二、四梯队中，地区生产总值和高校数对西安、乌鲁木齐等西部城市有

显著影响，但对于厦门等东部城市而言，GDP 和劳动力数对其影响较大。然而，这些城市的劳动生产率

依旧很低，这背后的原因有待深入分析。 
 
Table 2. Test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表 2. 影响第二产业生产率因素的检验结果 

 城市 y1 x1 x2 x3 x4 x5 x6 

第一 
梯队 

青岛 2.87  6.4977***  −2.7817**  2.2114*  −1.9532*  −0.8008  0.7721  

天津 2.12  3.8249***  −4.1138***  0.4455  −0.6835  2.1951*  0.0115  

大连 3.38  1.8059  −4.4800***  1.4887  −0.1936  0.2546  0.4522  

宁波 2.25  3.4158***  −2.8813**  0.3586  −0.7472  0.1346  −0.1829  

长沙 1.60  2.7426**  −0.8045  0.2607  −0.8438  −0.5987  0.8073  

武汉 3.29  8.2756***  −2.4924**  3.7341***  −1.8677*  0.4001  2.8630**  

重庆 2.79  1.6318  −2.7882**  0.3234  −0.7749  −0.5025  0.9122  

第二 
梯队 

西安 2.09  5.3273***  −3.8531***  2.3253**  −0.8546  0.3176  0.2828  

乌鲁木齐 2.54  44.2465** 2.3297**  −0.3460  −3.8408** 2.4383**  4.8087***  

第三 
梯队 

深圳 0.69  0.6848  −5.4894***  −1.2522  0.8800  0.6177  0.9266  

昆明 1.88  5.3323***  −4.8956***  −0.9380  0.3110  1.7722  0.5675  

第四 
梯队 

厦门 1.16  6.8392***  −5.2319***  0.4693  −1.7645  0.1682  0.5042  

长春 1.60  4.8353***  −3.7951***  −1.9170*  0.1453  0.7255  0.8838  

成都 0.79  0.5472  −1.5572  −0.8538  0.7811  0.3823  0.3811  

注：*，**，***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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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est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表 3. 影响第三产业生产率因素的检验结果 

 城市 y2 x1 x2 x3 x4 x5 

第一梯队 

青岛 4.31  0.5939 −0.2068 0.0051 −0.2784 0.4930 

天津 2.53  20.0846*** −2.3566** −2.2728** 1.3446 1.3880 

大连 2.61  25.7493*** −2.4070** 0.2914 −2.5002** 1.1132 

宁波 3.75  0.5625  −0.1774  −0.0298  −0.3946  1.7263  

长沙 4.43  61.3971*** −3.6270*** −3.0697** −0.8784 4.3440*** 

武汉 4.03  48.4430*** −2.3081** −6.7501*** 1.7476 0.1283 

重庆 2.91  15.2586*** −1.8617** −0.3729 −0.9325 0.5243 

第二梯队 
西安 2.20  39.4242*** −3.9783*** −7.4342*** −3.3341*** 5.3544*** 

乌鲁木齐 2.15  41.6111*** −2.0125* −2.8419** −0.4877 4.0544*** 

第三梯队 
深圳 2.71  0.4358  −0.0407  0.1972  −0.4908  −0.7436  

昆明 2.61  24.8127*** 0.1663 −2.3037** 0.5033 1.9756* 

第四梯队 

厦门 2.33  26.2704*** −3.5810***  −4.0309***  0.9330  4.8402***  

长春 1.92  68.1190*** −4.3498*** −0.8331 1.1114 0.6122 

成都 0.74  10.8286*** −2.0603* −3.1289*** −0.2360 0.1452 

注：*，**，***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4. 不同城市应对“鲍莫尔陷阱”的异质解法机制分析 

由前文实证部分的结果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给出“鲍莫尔陷阱”的相应结论：从严重程度来看，区

域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关性，且有正负相关性之分；从解决程度来看，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南

部以及环渤海地区普遍较好；从对其影响因素来看，不同区域也存在显著差别。针对以上结果，本文将

给出不同城市的异质性解法并分析其内部机制。 
(一) 解法一：优化产业结构与拉动生产率提高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东北地区产业转型成效。对于以大连和长春为代表的东北地区正处在产业结构

转变阶段，但是由于其现有的转型方式受制于人才匮乏、生产总值落后等因素，使得第三产业效率低下，

导致该区域的“鲍莫尔陷阱”逐渐加重。基于此，该解法将通过“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影

响机制来发挥作用。 
对于东北地区而言，加快优化产业结构是缓解其“鲍莫尔陷阱”的关键。在配置效率不高的情况下，

应摒弃传统的高能耗、重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减少对能源矿产的过度依赖，从而提升整体资源的利

用水平[8]。此外，应充分立足于地区劳动力、资源和资本要素禀赋，利用东南城市群在人才技术等方面

的优势，积极打造高新技术的创新产业孵化基地，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低能耗、零污染、高产出的绿色

创新型产业，形成高附加值产业，拉动经济的良性循环，为产业的进一步优化升级创造条件，将有效缓

解“鲍莫尔陷阱”。 
(二) 解法二：发展数字和人工智能等科技赋能 
东南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应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借助数字赋能进一步推动服务业转型

升级。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到，科技研发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创新活动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以及经济

长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9]。以宁波为代表的东南地区已具备相对较好的数字和互联网技术优势，且资

金供应充足，财政科技投入为数字科技研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由此带来的数字技术进步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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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产业韧性，从而提高产业生产率。从本质上讲，技术进步是内涵型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技

术进步的情况下，可以有效避免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10]，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韧性。然而，由于传

统产业模式的“低端锁定”，仅有科技与资金支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服务业生产率低的问题。 
要想从根源上解决该问题，必须突破固有产业模式“路径依赖”，发展数字经济，依靠数字赋能，从

而为服务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城市数字经济的广泛应用使服务业发生重大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服

务业生产效率。数字技术通过提供网络服务，以极快的速度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达到产业各环

节效率的提升。宁波、天津等城市作为中国主要的港口城市[11]，在贸易服务业上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将

数字技术嵌入贸易服务，通过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先进技术革新港口贸易与服务

跨境合作，实现港口物流智能化、合作便捷化，从而增强服务的可贸易性，使跨境服务贸易成本大幅降

低。同时，宁波、天津等城市作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试点城市，紧跟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趋势，彰

显了数字赋能成效，已逐渐盘活城市服务业经济[12]。 
(三) 解法三：招才引智留人等人才竞争力战略 
由实证结果可知，东部地区由于其经济水平高，在招才引智留人领域优于中西部，东部地区人才高

度聚集，使得其“鲍莫尔陷阱”有逐渐缓解之势，而中部地区因经济相对落后“留人难”，西部地区因教

育落后、人才短缺，区域“患病”程度略微加重。依据《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指数调查报告》中的区域人

才竞争力指数衡量法，东部地区已具备一定的区域人才聚集优势。从分项指标来看，东南地区由于人才

环境、人才效能与人才资源的分数优势，使其人才竞争力指数也相应较高[13]。而中西部城市教育水平和

经济水平不及东部地区，人才聚集度不高，同时存在较多人才流失的情况，人才供给严重不足，人才竞

争力指数普遍较低。若增加招才引智留人率，则将会对城市生产率提高有正向反馈作用。 
(四) 解法四：发挥空间聚集效应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郝良峰(2021)指出，多中心结构和产业聚集共同推动了地区生产率的提升，同时有利于城市规模效率

的改善，但损失了技术进步效率和技术效率。从本文局部莫兰指数结果可知，以宁波、深圳、厦门为代

表的东南部城市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显著，而其他地区带动作用不明显。也就是说，东南地区城市

群具有较高的空间效率，但其他地区正好相反。基于该研究结论，可以得出以下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有效

解法。 
以厦门为例，作为闽南地区核心城市，其依托赣州、泉州等周边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龙岩、三明

等内陆城市的潜力支撑，在服务业空间集聚效应作用下实现了显著的生产率提升。宁波则充分发挥其国

家战略交汇点的区位优势，通过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统筹海陆协调发展，有效提升了服务业的

区域合作水平。研究建议，应加强城市间技术共享机制建设，探索跨区域一体化发展路径，同时配套实

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以突破可能存在的创新动力抑制效应。相比之下，东北地区城市群面临“中心-外
围”结构失衡的挑战，优质资源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市，制约了区域协同发展效率。研究建议，大连、长春

等城市应积极承接北京等中心城市的服务业转移，通过技术深度融合加快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扩大中

心城市服务业的辐射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受限于资金支持不足、人才短缺和科技水平落后等因素，经济

发展集聚效应较弱，在未达到一定发展水平前难以形成有效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一发现为制定区域差异

化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 解法五：知识密集型劳动力与资本积累螺旋促进 
近年来各城市由于第三产业占比增加，大量劳动密集型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使得产业生产率也受

到了一定的影响，由实证结果可得，大部分城市的劳动力数量与生产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其背后原因在

于：劳动力转移初期，以第二产业低端劳动力挤出为主，会拉低产业整体生产率；从长期来看，随着劳

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将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从而提升总体技术水平，有利于资本累积与生产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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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知识密集型劳动力与资本积累螺旋促进”的良性循环。当劳动密集型劳动力从第二产业流入第三

产业时，将弱化其生产率；当知识密集型劳动力转移时，将通过市场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第三产业生

产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一方面，各城市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密集型劳动力引入力度，提升该产业“育

人引人留人”质量，依靠市场优势产生市场效应，从而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逐步挤出低附加值产业，提

升产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支持企业“干中学”，利用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政策进一步激发劳

动力的创新潜质，从而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和溢出效应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微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

积极影响。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代表城市鲍莫尔成本病为主线，研究了中国不同区域鲍莫尔陷阱的解决程度以及解决路径与

效果。根据区域划分，从中国的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各选出具

有代表性城市，同时通过搜集相关数据，设定衡量指标并运用模型进行深入分析，并解释了“鲍莫尔陷

阱”的严重程度原因与克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自 2003 年以来，各城市均患有不同程度的鲍莫尔陷阱，整体呈现逐年加重而后平稳小幅下降

的趋势，且由 Moran I 得出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现象。这印证了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变

化，然而由于第二产业发展能级并未显著提升、模式较为传统化、创新能力不足等，使得城市整体经济

难以迅速发展[14]。 
第二，各个城市的产业侧重点不同导致其存在鲍莫尔陷阱的程度不同。以大连为代表的东北地区，

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重点任务依旧是对其第二产业进行产业振兴与转型升级，但存在人才缺口、创新

能力不足等问题；以宁波、深圳为代表的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由于产业结构重心转移，出现了较为严重

的“鲍莫尔陷阱”，而后通过一系列产业升级、教育改革、数字赋能等措施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

[15]；以成都、西宁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近年来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移，然而由于存在产业体系不完善、

科技水平较低和专业人才培养力度不够等问题，极大地阻碍了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二) 对策建议 
不同城市所实施的鲍莫尔陷阱解决方案效果差异迥然，个别地区解决效果不佳，且此类地区在地域

上呈现出区域聚集现象。为此，从中国区域发展均衡战略和不同区域的特殊性的视角，本文将给出三点

政策性建议： 
第一、推动区域人才与机会均等化。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叠加户籍新政使得西部及东北地区的“鲍

莫尔陷阱”严重程度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现象，人才流失与区域发展机会不均等是导致此现象的主要原因

[16]。建议构建区际利益补偿机制，通过财政金融联动向中西部进行“公平+效率”的补偿，配合乡村振

兴政策，推动地区发展机会均等化。 
第二、推进产业融合，合理发挥产业聚集效应。为缓解西部地区鲍莫尔陷阱，主要选择使用区域产

业融合的方式来进行改变。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实施特定的产业互动和产业价值链的区域协调政策，充分

发挥产业聚集与辐射效应[17]。在制造业集聚基础较好的区域，选择以制造业集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使得二、三产业良性发展；而在制造业集聚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区域，可通过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引进中高级人力资本，积极培养高技术型人才，从而带动服务业产业效率的提升[18]。 
第三，推进科技创新与劳动力素质提升双轨共进。目前对于任何地区而言，坚持科技创新与劳动力

素质提升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鲍莫尔陷阱。科技创新推进服务业转型，创新活动能够促进劳动

生产率的提升以及拉动经济长期增长[19]；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能够通过市场效应和人力资本累积螺旋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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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并正面作用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二者相互配合，将对缓解城市鲍莫尔陷阱起到较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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